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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动因

何怀宏

摘 要 改革开放 40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其原因的探讨多集中于制度、政策
和发展战略方面；对其文化动因的探讨则比较少见，已有讨论也主要是指出儒家价值观念的

影响。但儒家价值可能并非近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动因，相反，被儒家主导价值长期“温和

地压抑”的广大民众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才是 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动
因也深深地植根于人性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从西周开始中国有了主导价值追求的

第一次转向，即从宗教转向人文，也形成了一些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世俗德性。到了近代，中国

社会有了主导价值追求的第二次转向，即从人文转向富强。但这一价值追求经历了一个曲折

的过程，直到 40年前的改革开放，才为这一追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取得了让世界
瞩目的经济成就。这种根本价值动力和相关德性在未来将如何变化，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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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赞誉为飞跃不致为过。可以说，这 40 年我们见证了
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预期人均寿命也同时有了很

大的提高¬。文化价值动因是指人们在价值方面的主要追求以及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德性，它们是历史地

形成的，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价值观是一种文化的核心，有相当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是一个复数而不

是一个单数。一个社会也会有主导或主流的价值观，各种价值观也有分合离异和各自地位转变的时候。

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原因的诸种解释

中国 40 年来所取得经济成就的原因目前已有诸多解释。一种是偏于制度方面的解释，有强调放
开市场和保护产权乃至聚焦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有强调国家发展战略改变

的 [1]（P71-134），有强调减少了制度成本的，也有强调政治方面的中性政府、地方分权和选贤任能的 [2]

（P6-10），还有强调中国的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认为“放开”是国内制度改革的主旨，开放则使中国
获得了全球市场以及高科技革命的机遇 [3]。另一种是比较综合的概括乃至全面提升的解释，比如说“中

国模式”“北京共识”，其中有的强调各种综合因素中政府和国有经济成分的主导作用，国家和资本的结

合，“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先发国家根本不同的道路。但这种颇具雄心的解

释至少还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其实它目前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另外，关于“中国模式”，不管是倡导

者还是批评者，也主要还是从制度着眼的。

我们的确要重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因素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外部环境的配合等等，但是，目前

还少见从文化，尤其是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经济成就的解释。可以说，这种文化价值观

¬ 据 2018 年 12 月 19 日《人民日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40 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3679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82.7 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 9.5%。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71 元增加到 2.6 万元，居民预期寿命由 1981 年的 67.8 岁提高到
2017 年的 76.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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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制度和环境在这 40 年中起着一种更为内在、持久和广泛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动力作用。当然，对中
国经济崛起的成因并不是没有偏于文化和价值路径的解释，但这方面的解释的确比较少，或许可以说不

够准确。比如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及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经济崛起的文化原因，或者具体

认为中华文化中高储蓄和重教育的特点是导致中国乃至华人经济成就的重要因素 [4]（第 4-5 章）。本文

则更倾向于从制度与文化的互动来考虑近 40 年中国经济成就的原因，当然主要是从以价值观作为根本
动因的角度来进行探寻。按照上面的说明，显然，历史文化中价值动因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大陆的经济成

就，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此前亚洲四小龙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乃至解释华人在其他国家如东南亚、

欧美等国作为少数族裔和个人取得的经济佳绩的内在动因，甚至还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历史上，比如在

唐朝、宋朝就已经取得过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巅峰的经济繁荣。那么，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在近 40 年中
取得了经济的突飞猛进，这主要是由于此时的制度和政策与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了某种比较充分的配合

的原因了。一个最简捷的解释就是和改革开放相关，从制度的原因看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

这种改革主要是“放松”或“放开”。正是这种制度的改革开放与久已存在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价值观念

有了一种颇佳的配合，就像持久关闸积蓄了高水位的大水库一旦开闸——制度在对内外两方面实行开
放，经济就出现了滚滚的洪流¬。

制度和观念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或许可以说，对近年的经济的成就来说，文化是根本的远因，

制度是主要的近因。制度和价值观之间有一种很强的正负联系。一方面制度可以起两种作用，一是压制

多数人的价值观，二是顺应或者促进多数人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有一种强大的价值追求，也可

能会追求制度的改变，在恰当的制度下，这种价值追求就会焕发出巨大的能量。

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价值动力和德性

下面我们进入对中国人价值观念体系的分析。这种分析首先可以区分出两种价值追求：一是主要

或最高的价值追求，二是辅助性的德性价值追求。一个一般的、尤其是传统的道德体系常常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善论，即对人们视为善好的各种价值的追求，尤其是那些主要或最高的价值，或者说对“至善”的

追求；一个是德论，即有助于达到这些价值目标的各种德性和能力。那么，在中国近 40 年发挥出了巨大
作用的普通人或多数人的价值与德性是怎样的呢？

我们以中国民间曾广为流行的《增广贤文》为例来看长期存在于普通人那里根深蒂固的基本价值

追求。这部在清代汇聚了各种名言谚语的书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普通人的价值观，也是人们长期历史

经验的一个总结，其地位和影响类似于富兰克林《理查年鉴》中的格言。当然，《增广贤文》也是上层精

英文化与下层民众文化的混合。前者表现于有许多劝人读书入仕的格言，后者表现为有许多教人如何为

人处世的谚语，其中对财富的重视和追求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欲求生富贵，须

下死功夫”，财富是许多人苦苦追求、至死方休的一种价值。在传统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虽然

不会将这种价值视为最高价值，但也不会全然排斥：“君子爱财，求之有道”；社会的风俗也是有钱也才有

地位（有权人自然也有钱），说出话来才有份量：“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且看筵中酒，杯杯先敬

有钱人。”如果自家的孩子不会读书，做不了官，还可以努力奋斗致富，“闹里有钱，静处安身”。

中国人普遍重视的与这种根本价值追求相关的主要德性价值是勤俭。勤劳表现为以辛勤劳作为荣，

抓紧时间，不怕苦累，如《增广贤文》中所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家之计在于和，一

生之计在于勤。”还有如在当代经济发展中表现卓异的浙江温州人所说的“能做老板，能睡地板”。节俭如

《增广贤文》中所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作有时”“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

¬ 周其仁形象地提出一个“水大鱼大”的说法来解释中国近年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动因。我想这“水大”可以理解为一是体量大，二是活水强。中国

经济的大体量是其他中小国家甚至一些大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这在高铁、物流、互联网用户等依赖于人口数量的产业发展方面表现得特别明

显，而未来在大数据、云计算方面也会有特别的优势。至于“活水强”，则涉及到本文将阐述的文化价值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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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中国人的储蓄率一般都很高，也愿意将节俭下来的钱财不断理财和投资。勤俭不仅表现在大中小

各种企业家那里，而且在数以千万计的第一代民工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另外，韧性变通和重视教育也

是中国人很突出的特性。他们特别能忍耐，接受挫折和失败，“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一条路走不通，就换

一条路再试；他们也相当灵活，或者说适应环境和应变能力很强，随时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拘条件，

只要有一点经济机会就紧紧抓住；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历史上有许多的“劝学文”“劝学诗”，虽然过去最

重视的是人文知识，但由于这种长期的文化积淀，且智商也有相通的一面，所以学起现代自然科学和技

术知识也同样得心应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一技在手，受用终生”。

由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这种价值追求和德性偏好，在改革开放之后，制度一旦放松，经济就爆发出

巨大的活力，一度万众下海，万马奔腾，人人都想致富，也愿意为此付出辛勤的劳作，节俭生活，随时学习

新的知识，寻找新的商机，从而为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三、中国人主导价值追求的第一次历史转变

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更深入的探讨，这些价值观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为什么它们恰恰在最近 40 年
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而促成中国经济的起飞？这就需要追溯中国的历史文化。

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念和欲求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长期的积淀。我们首先谈到的是中国近

3000 年主要价值追求的第一个转折，即西周商代开始的价值观从宗教主义向尘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转
折，政治与宗教开始比较明显地分离。尽管商朝以前留下的宗教意味的文献不多，远不及其他文明，尤

其是犹太教文化中的宗教文献，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种更崇拜上帝和天命乃至政治与宗教合一的倾向。

西周开始统治者强调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治理重心放在人力可为的范围，主要关心人间而非天上的事

务。这一脱离宗教的超越信仰，或者说与一神论宗教拉开距离的转向，的确是上层精英做出的，是自上

而下产生的。于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再向宗教方向发展，而是转向人文方向，这倒是也吻合了现代世界

世俗化的潮流。现代中国不需要“脱神”，不需要经历一个近代西方和其他文明“上帝死了”的精神挣脱

过程。它在世俗化方面早就准备好了。

由于中华文化从西周开始就走向了与宗教信仰脱离的道路，人们的精神注意力从天上回到人间，开

始重视人事和此生的幸福追求。上层精英主要向人文卓越和道德圣贤方向努力，下层民众则主要在物质

生活和自然伦常方面用力。所以说，这种此世主义可以追溯到 3000 多年前的西周。从西周商代开始，中
国决定性地走向了一条与世界其他许多民族和古代文明不一样的道路，那就是和支配性的超越的宗教

信仰基本脱离，重视人间生活和人文道路。

但即便都重视人间和此世，我们也还是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民两分、少

数统治的社会，社会上层的价值追求和德性要求与社会下层的价值追求和德性要求是不一样的。在西周

后近 3000 年的传统社会中，这种此世主义从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来说还不是物质主义的，甚至民众虽然
重视肉体的生命，追求尘世的幸福，但也还不具有强烈的物欲取向。这也许是因为民众所持的价值观虽

然是多数的价值观，但在一个由少数人文精英治理和统治的社会，普通老百姓的这种价值观并不居于主

导地位。不仅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不以经济为中心的，甚至在民间，佛教和道家的思想也

是淡化物欲的。所以说，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主要成分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们实际上是两

分的：即政治与社会、朝廷与民间、上层与下层或者如孔子所说的君子与小人、士人与民众，双方有不同

的价值观。想成为君子的人需主要从人文与道德的方向努力，只有成为了有学识和高尚道德的君子，在

社会地位上才会成为官员，成为士大夫，这个方向后来得到了社会制度的保障，通过从西汉就开始的古

代推荐官员的察举，到唐朝确定的考试选拔的科举，的确能够让有学问和德行的人成为官员；一旦成为

官员，他们的经济地位也能得到保障，能获得相当的财富。若按照儒家的文化来理解，他们的确是不以

财富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财富只是这种道德追求的副产品。但能够通过精湛的学问进入社会上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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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很少数，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要自谋其利，其中一些商人、土豪的确也能够比官员更富有，但社会

地位并不高。社会最羡慕和尊重的还是那些读书做官的少数人。这样，多数人的物质追求就受到了儒家

这种人文等级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压抑，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并不是多数人的价值观，而是少数文

化精英的价值观。在儒者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多数民众是一定会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

的，儒家也让他们追求，但这种追求在儒家看来是低于人文学者官员的追求的。尽管追求儒家人文精神

的大门是对几乎所有人都敞开的，但确实只有少数人愿意追求，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够成功。由于这种少

数的精神追求成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多数人的物欲追求肯定是要受到压抑的。这样，社会分层就构

成了一种上小下大的金字塔，但金字塔的各层级不是固定的，而是上下层可以流动。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虽然压抑物欲，但基本上还是一种温和宽容的理

论，它不以经济发展和财富追求为中心，但也基本上不干预民众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它主张“国不专

利”“为民制产”，让民众过上小康生活。另外，它重视知识和教育，重视家庭责任，倡导和平和谐，这些对

人们的经济生活也有促进作用。另外，与宗教中精英和信众是相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同，中国历史上

的人文精英则和民众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官民两分，形成一种政治和社会上的等级制。尽管这种等级

制是流动的、开放的，下层的读书种子可以通过古代的察举和科举跻身上层，但上来的毕竟只可能是少

数精英，而且这些少数精英与多数民众马上就拉开了上下的距离，他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可能从一开始就

相当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士人期望移风化俗，淡化民众的物欲，但也不想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他们清醒

却也无奈地认识到，不可能普遍地改变这一人性¬。

一种人文的思想文化远不能像一种超越的宗教信仰那样能够普遍地影响大多数人，所以，儒家淡化

经济利益和物欲的价值观对民众的影响并不太大，加上它对人性的了解和宽容，并不主张压制民间社会

的经济活动。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商品经济的多次繁荣，其经济体量和水平常常达到了当时世界上

的最高峰——虽然它还不是那种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技术革命而来的现代资本和全球市场经济。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上层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对下层民众的物质要求价值观构成了一种压抑，但这是

一种比较“温和的压抑”，只是不让下层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导。到了近代，当中国和西方大规模遭遇

以后，中国人先是痛感物质层面的技术和力量不如对方，后来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上也觉得对方有优

势，于是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中国开始了一种社会主导价值的转换——开始追求民富国强，这也
就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二个转折点。如果说从主导价值观的角度看，中国从西周开始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

是从宗教转向人文，那么，近代开始的第二个转折点则是从人文转向富强。

四、中国人主导价值追求的第二次转变

春秋以降，尤其是战国时期，列国也曾一度相当追求富强，尤其是国强，但这是君主独尊前提下的

追求，以秦国最为明显和强势。从商鞅变法的秦国到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中国的确走过一条追求富强尤

其是国强的道路。但从西汉开始尤其是宋以后，统治者更多以儒家的上层人士希圣希贤、全社会天伦和

谐、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为主导。自近代中国与西方有了大规模的遭遇和冲突，在累次战败受

挫的震撼下，上层精英主导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基本确定了以追求
富强为全社会主要的价值目标，而不再是过去的上层与下层两分、由上层主导的价值观了。

这样，近代中国可以说又有了一个价值地位的大翻转。由于现代世界浩浩荡荡的平等的潮流，普通

人或多数人的价值观开始成为主流。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研究墨西哥社会时曾经有一个

区分，他将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称为“大传统”（greattradition），将乡间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提法，将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称作大传统，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

¬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唯士为能。”两千年后，王夫之在《俟解》中依然写道：“学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行而勘之，……（其）营营终日，
生与死俱者何事？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若将不及者何心？……求食、求匹偶，求安居……庶民之终日营营，有不如此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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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观称作小传统。那么，近代发生的情况是：过去在野的民众文化的小传统变成了上层也必须顺应的大

传统。也许这两种传统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但它们的相对地位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

说，认为亚洲四小龙，后来也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原因是不那么准确的，应该说，

这更多的是出自中华世俗文化的原因，是过去民间的小传统起了大作用，它也切合现代世界追求平等和

物质幸福的大潮流，其地位从过去的居下变成了居上。与其说过去在朝的儒家文化是华人经济成就的内

在价值主因，不如说是过去在野的中华民间俗世文化是其主要原因。当然，中国上层精英的文化与下层

民众的文化也一直共享着一些因素，比如都重视人间，重视现实，重视生存与和平，重视天伦之乐。

但为什么 20 世纪初之后，中国大陆的走向富强或者说以经济为中心还是经历了近百年的曲折呢？
这里有国际环境、内外战争动乱频繁的原因，也有手段一度异化为目标的原因。

共产主义的图景也有相当物质化的一面，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中也包括有对民众的物质吸引力，它包

括“财富的充分涌流”和“按需分配”的美妙愿景。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执政者也追求四个
现代化的国家富强，一度努力在经济上有大的建树，经济也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

础。到 50 年代末，执政者试图用国家权力和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大跃进，提出过“超英赶美”
的口号。但这些违反经济规律的尝试都失败了。后来的中国则迅速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试图通过一

系列政治运动首先塑造一代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

要资本主义的苗”，连自留地和小商贩也受到严格限制乃至禁止，民间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在这种政治管

制之下几近奄奄一息。与过去儒家思想对民间经济活动“温和的压抑”比较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激烈

的压抑”。十年“文革”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从这一点来说，也可以说改革开放是逼

出来的。在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坚定地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动摇，政治的
合法性将主要来自经济，官员的政绩考核多以经济方面的成绩来衡量。而且对经济的努力不再设限，不

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重视实效，“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政府提供了一个相

当好的制度平台。此前的各种政治运动和宣传也培养了民众一种广泛的自我意识和政治意识，人们不再

那么安分守己、谨小慎微和安土重迁，敢于流动以寻找各种经济机会。

在人们的物欲被压制得最甚之后，它的反弹也最厉害¬。一旦开放国门，人们从贫困和饥饿中走出

来，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繁华和富足，就更加增强了致富的动力。中国人在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能够甩开

膀子大干了，理直气壮、一心一意地谋求物质生活的改善。过去的制度和政策压抑了这种物质追求，而

这种欲求一旦得到释放，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执政党在消除了过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之后，也就可以进行一些最重要

的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了。这里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允许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有产权。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还围绕着“傻子瓜子”有雇工是否能够超过马克思所说的八人的规模的争论，那么到 90 年
代就开始出现了诸多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民间企业遍地开花，成为改革开放的生力军。一些企业迅速

做大做强，80 年代还在争论一个私营企业有几个雇工才不算剥削，90 年代以后就迅速出现了一些“巨无
霸”的民营企业。在此过程中，有两批人脱颖而出，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批是土生土长、有商业长才和见

识的企业家；一批是海归，带来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和高新技术。比较成功的公司也多引入了内部分

享利益的机制，大家一起致富。国有企业也做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改革，有了一定的内部激励机制。

二是放开自由市场，主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资金和资源通过市场流动起来，涌向最能发挥效益的地

方。而且不止是在国内市场流动，还通过向世界开放走向了全球市场。一些适宜的发展战略和“集中力

量办大事”也促进了一些基础工程的建设。

除了这些制度的改革以及全球市场经济和国际机遇之外，更根本的还是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其间重

¬ 2012 年 11 月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的主人公周万顺为了挣钱做过捡破烂、卖皮鞋、卖插座、做皮鞋、挖石油等各种事情。
编剧高满堂谈到：周万顺说的一句话，代表了温州人的最真实动力，那就是：“穷疯了，穷怕了，不能再这么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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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你最想要得到什么，你有没有合适的手段和路径能够得到。如果说，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很早就

几乎完全转向了此世主义的多数中国人，他们最想要的是物质的安康乃至财富的充分占有，而如果在现

代几经曲折，又找到了得以实现这一欲求的最恰当手段和道路——先发国家已经示范了的自由贸易和
市场经济和现代产权制度等等，那么，中国经济的起飞也就顺理成章了。盘点最近 40 年中国的经济发
展与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那些经历了这 40 年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一代人，大概也可以说已经远远
超额地实现了他们最初的经济和物质生活预期¬。

五、物质生活主导型价值追求和德性分析

再总结一下，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早就是一种此世主义、人间主义，但在近代

又变为以物质主义为主导。如果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较，大概可以说，所有民族的人们都是要追求一

种美好生活的，而且多数可能还更重视其中的物质因素，但其中的确又有程度的不同，中国人在这方面

表现出来的动机的确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又具有勤俭、灵活等能够有力地支持这一目标的德性。中国

人其实是很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许多人天生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加上很强的学习能力，这些都是中国

人最大的后发优势。但是，如果制度不放开，则民间的个人再有企图心和商业能力也是枉然。所以，我们

一直强调的是制度与价值在这些年里形成的颇佳的相互配合。

这种对物质的追求和对财富的渴望，从低端观察是为了生存，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如果从高端观察，

则是获得财富，甚至希望成为豪富，希望暴富。从低端——为了生存焕发出来的动力应该是最为巨大的，
但均富也是普通人的梦想。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虽然难说高尚，却是合理的，对一种体面生活的追求也不

失为正当，而对基本的生存物质资料的要求则更加正当。因此，中国人这种比较实用和物化的价值观也

许并不很伟大，但有它的合情合理和正当性，尤其是当它成为追求一种人之为人的体面生活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可以略微说一下这种基本价值追求的另一面——或许可以说是负面的因素。如果物欲
和实利的动机太强，在精神信仰方面的追求不够，只重视物质生活，不重视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等价

值，也会影响到对人的全面幸福感，或者说对人的生命的完整意义的把握。

上面提到的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各种德性，也会影响到即便是尘世的幸福：比如说过于勤劳，可能导

致不够注重生活的质量，不能充分理解闲暇对人生幸福的意义，乃至容易被讥为“经济动物”；过于节俭，

或会影响生活的舒适以及慈善的事业；过于韧性乃至过度忍耐，有可能会损害人的自尊等等。这些德性，

从长远来说，甚至也有可能也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少数人的炫富和多数人的过度节俭可能导致产业

不平衡和消费力不足；过于灵活可能容易导致原则性不够，对保障经济活动的法律和规则尊重不够，进

而肯定会影响到市场秩序的健康发展；而过度忍受，也容易导致不够争取合理而可靠的法治市场秩序。

即便在聪明和善于学习方面，也可能有过于重视实用技术而轻视基础理论科学的偏颇等等。

另外，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可能本就有一些制约人全面幸福和经济发展的因素，因为不甚重视自

由，没有对自由的制度保障，科技的首创力也就有所欠缺；诚信没有达到一个高水平，会增加交易的成

本，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因互信带来的惬意；不够勇敢，也就不容易捍卫自己和他人的合理合法的

产权；重视亲友也可能影响到如何与现代社会大量的陌生人合理地打交道；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团队精

神如果不够强大，也将直接妨碍企业做大做强，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和谐等等。而且，这里还要

说明的是，以上只是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中存在的主流价值观而言，并不试图完全

囊括全体中国人的所有价值追求。

至于今后会发生什么变化，由于基本生存的压力不再，过去长期的压抑带来的刺激和反弹不再，人

们是否还会有那么强烈的物欲动机和奋斗精神？中国向世界开放了 40 年，现在和未来的年轻人价值观

¬ 根据社会学家蔡昉的一个研究，在英国物质生活改善的比率增长最快的一代人是 56%，美国是 1 倍，日本是 10 倍，而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这
40 年的一代人的物质生活改善比率则达到了 24 倍。来自蔡昉 2018 年 12 月 8 日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的现场发言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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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发生一些重要的新变化？是不是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可能正在弱化，而不利于经济发

展的价值观念正在增强？这些都还有待于观察。我们现在也许只能说：在一个急剧变化和全球密切互动

的时代，许多价值观念肯定要发生变化。但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它们既不是短时间内

就能养成的，也非短时间内就能改变的¬。

总之，回顾近 40 年中国人价值观念与经济成就关系的历程，我们大致可以说：一种普通中国人持有
的、在数千年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可能正是近 40 年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一种根本
动力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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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Value Reasons for Economic Achievements through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He Huaiho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explorations of its reasons have mainly been focused on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s, polic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discussion of its cultural motivation is relatively rare, and mainly points out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values. However, Confucian valuesmay not be the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rise of China’s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On the contrary,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life by the general public who have been “mildly
suppressed”by Confucian dominant values for a long time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40 years. This motivation is also deeply rooted in human nature and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China began its first shift in the pursuit
of dominant values, that is, from religion to humanism, and also formed some secular virtues conduciv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ominant valu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began a second turn, that is, from
humanities to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However, this pursuit of value went through a tortuous process until
40 years ago, when the reform andopening up provided a good institutional platform for this pursuit and has
achieved economic achievement that attracts worldwide attention. The future change in this fundamental value
driving force and its related virtue deserves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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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考虑到日本社会价值观从二战后到现在的巨大变化，在今天的日本年轻人中，类似阿信那一代人的奋斗精神似乎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减

弱，甚至被称为一个“低欲望社会”。那么，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也已出现“佛系青年”，未来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的确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探

讨。


